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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互惠与共同体意识的塑造*

——以沙镇为例

哈正利 云 中

【摘 要】沙镇的形成与发展，始终伴随的是具象的共同体意识。而地方性互惠作为共同体意

识的具体表达，从人群集聚开始就扮演着一定的人文关怀的角色。基于蒙汉群众共同劳作、共同创

造的地方性互惠在社会制度、民间信仰、日常生活中关照着沙镇的发展及沙镇的民族关系。从地方

性互惠的角度理解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内涵可以成为和谐社会中“普遍的公民态度”，有助于自觉

维护国家统一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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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国家，小到社区，每一种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形态的存在都有基于其上的共同体意识。意识

虽然是个人的心理现象，但当其被赋予“民族”意义时，自然就具有了共同体的属性。民族学关注

共同体意识的出发点在于“把人的意志完善成为一种制度和功能统一体，并把共同体作为一种原始

的或者天然的状态”［1］ 110。与此同时，共同体也经历了从“‘家园共同体’到‘族阀共同体’再到

‘合作共同体’”［2］ 2的演进。而作为共同体的组成，无论是个人间还是族群间，“相互联系性最主

要、最强有力的方式就是互惠”［3］ 12。习惯将“个体经验与社会制度及整个社会联系起来”［4］ 145的
民族学家，最早开始的互惠研究是关于礼物的交换。马塞尔·莫斯 （Marcel Mauss） 详尽阐释了

“群体交换—精英交换—个体交换”［5］ 186的过程，并指出“礼物是不可让渡的物品，其所创造的连

结就是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6］ 119。在此基础上，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将互惠

类型划分为三种不同类型（慷慨、等价、消极互惠），认为“物品流动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便是

互惠”［7］ 142。此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把互惠理论运用到个人与群

体之间的交换关系中，他的结构分析将互惠的原则、形式、现象总分为两种不同的结构体系“有条

件的交换和无意识交换”［8］ 20，以此发展出了婚姻交换理论。最早明确提出用互惠原则来解释地方

社会体系的学者是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从“库拉圈”到“美拉尼西亚社会秩序”，作者拓

展了互惠的内涵和往来通道，将互惠的“文化意义”［9］ 441增加了“半经济性、半仪式性”［10］ 5的地

方经济交易体系。社会制度与文化观念共同推动了互惠的形成。这与民族学人类学不再单纯关注

‘现象’，而是开始关注现象背后的文化意义和社会结构有着紧密的关系。受马氏理论影响，学者对

于中国互惠的研究，尤其是礼物互惠的研究增添了新的理论视角。杨美惠在礼物互惠中加入了“社

会关系”和“礼物经济”的视角。她认为，“中国社会中的礼物经济与关系网络一同作用，形成了

与‘行政性权力’博弈的‘对抗性力量’”［11］ 135，其中表现在中国城市的礼物和关系对于“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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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改革开放后期证明这样的“共同体”夹杂着权力集中和官吏腐

败，但是当时的“礼物经济再分配了国家经济已经分配过的东西”［11］ 6，也起到了资源互动的作用。

与城市互惠理论相对应的是中国乡村的互惠理论。阎云翔认为“互惠可以被视为一种符号，或是一

种依靠关系这一社会基础传达人情的工具，在长期处于网络中的人们之间具有稳定的相互性的特

点”［12］ 239。他强调，礼物的流动中不仅仅是为了功利性的目的，人情、面子才是相互往来的根本性

原因。这与马林诺夫斯基通过“库拉”批判西方经济学者“理性人”的观点如出一辙。无论是从城

市关系学还是乡村的人情往来，地方性互惠作为人群往来的基础已然表现了共同体的属性。地域性

互惠不是与生俱来的民族性本质，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利益合作。它是通过交往互动形成的包含情感

在内的文化共同体。从地方性互惠的角度理解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内涵可以成为和谐社会中“普遍

的公民态度”［13］，甚至有助于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田野点概述

沙镇地处鄂尔多斯高原东端，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始建于 1917年，由时任伊克昭盟鄂

尔多斯左翼前旗东协理台吉镇国公孛儿只斤·那森达赖主持兴建，又称那公镇”。① 南和陕西省为

邻，西与山西省府谷县、神木县比邻而居。处于晋陕蒙三省交界处，有“鸡鸣三省”之称。辖26个
行政村 23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6个社区居委会 55个居民小组。居住着汉、蒙、回、满、藏、维 6
个民族4万多居民。“早在清朝前期，此地荒无人烟……从清朝康熙三十六年开放蒙地后，是晋陕农

民走口外的一条路线，原是南北高，中间略凸的沙丘，形似拳头，故名沙镇”。［14］ 45晋陕蒙三省结

合部的地理位置使沙镇成为“关内”与“口外”人员流动与经贸往来的必经之地。居民分为四类：

一是本地蒙古族，放牧为生，长居于此；二是躲避天灾人祸的晋陕难民，寻求生存，落户于此地，

此类居民往往都是单独的，生计手段主要是为当地蒙古族放牧、饲养牲畜，后期与蒙古族雇主一起

开垦土地，耕作劳动；三是晋陕商户以沙镇为中转，在“走西口”② 经贸往来中开展贸易经商，且

大都为山西府谷、榆林等地区汉族商户；四是清末政权引导下的戍边屯垦移民。1999年，旗人民政

府迁址薛镇后，沙镇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依靠境内蕴藏丰富的煤炭、石英砂等

资源，煤化工及化工工业开始支撑当地的经济发展。

二、基于互惠传统的共同体意识

“人类基于互惠关系强化了一种彼此之间纽带性的联系”［15］。实际上和谐民族关系实质也是一

种基于互惠的族群互动往来。已有的互惠研究的人群都是“熟人社会”中的互惠行为，发生在沙镇

的互惠行为却是很少被关注的“生人社会”的互惠行为，地方性互惠是由“陌生”变为“熟悉”

的，而这种转变恰恰也是民族间交流交往交融的实质。

一是生产技术互惠。在认识到历史记忆是一种社会事实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历史记忆仍然是在

不断地‘趋近真实’［16］。有别于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汉族村镇，沙镇自诞生起就没有受过儒家文化

的浸润。但是作为蒙地与汉地的交汇处，经贸的往来必然带来生产技术的互惠，也就是传统的善牧

不善耕的游牧文化和精耕细作的农耕文化的互惠，这样的互惠持续了100多年，且大多数是自发的，

少有政权的干涉。所以沙镇文化生态和谐、多元是自然而然生成的。这种和谐和多元带给沙镇的是

一种协同劳作、互帮互助的共同体意识。共同开发共同收获，共享利益共担风险。汉族移民为当地

蒙古族带去了善于精耕细作的大量劳动力和善于经营的商业，使沙镇从传统的以牧业为主转换为农

① 资料来源：准格尔之窗，http://www.zge.gov.cn/channel/zgeq/col21279f.html#hlcms-211。
② 走西口既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宏大的移民活动之一，也是蒙汉经贸互动的主要活动。持续时间长达 300余年，波及地域多达六、

七个省份，是中国移民史、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西口移民主要来自晋、陕、宁、冀、鲁、直隶等地，其中晋、陕移民

最多。300多年来，晋、陕汉民不断迁徙到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巴彦淖尔谋生、定居，给游牧状态的草原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

化，大大改变了口外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晋、陕地区的移民作为农耕文化的代表，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

融合，形成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社会，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详见《准格尔旗纪略》，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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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商兼营，农牧商兼营不仅给沙镇带来了农作物和肉制品，也使沙镇不再只是依靠牧业，这也是集

体协作的产物。分享生产技术，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17］ 17，作为

共同劳动、协作开发这片土地的蒙汉群众，从沙镇产生伊始就是地方性互惠的物质载体，沙镇不仅

提供共同体生活空间和基本生存资料，例如土地、淡水、草场等等，尤为珍贵的是在农牧业生产技

术的互惠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来源于日常生活的地方文化。

二是日常生活互惠。沙镇移民第一代，也就是最早来到沙镇的晋陕汉族群众有一项“特权”，

就是在特定的场合和特定的人群中，这些“一代”直呼蒙古族为“蒙达子”，意指：喝酒爽快，办

事简洁迅速。蒙古族多称呼这些汉族一代为“南蛮子”，意指：生活节俭，精打细算。“戏谑关系是

友好和敌对这两种情绪的特殊结合，并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基于戏谑是对称的，双方可以互相

取笑和嘲弄，另一种是不对称的，即被取笑和嘲弄的一方只能接受而不能报复更不能以同样的方式

取笑嘲弄对方。”［18］ 82“达子”和“蛮子”适用于第一种戏谑关系，语义虽带有歧视和不尊重的色

彩，但在沙镇的地方文化里所表现的却恰恰相反。通过访谈和参与观察发现，这些被对方称为“蒙

达子”“南蛮子”的双方很少确切了解“达子”和“蛮子”的歧视含义，他们只是这样叫了，而且

这种称谓并没有使蒙汉双方感觉到歧视和不尊重，反而只有双方关系好到可以一起劳作，彼此帮

助，一起喝酒的时候才有“蒙达子”“南蛮子”的称谓，这是和谐蒙汉关系的真实写照，也是沙镇

早期地方性互惠的日常表达。

三是地方信仰互惠。“共同体作为人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是因为人群的集聚是对抗大自

然获得生存的重要条件。”［19］ 11部分文化要素因人的选择在新文化生境中失去了生存土壤，但并不

意味着这些文化功能丧失，也不意味着文化基因的消亡，而是一种暂时性回避，甚至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复活。［20］作为“实物”的共同体意识始终是与社会生活紧密相随，并且不断自我革新适应社会

发展，展现其活力与存在的必要，这也是地方性互惠自身的能动作用；作为“虚物”的共同体意识

表现在地方信仰中。截止 2017年 6月的统计资料，沙镇在册户籍人口 72107人，其中户在人不在约

30000人，在常住的 40000余人口中，流动人口约 10000人、寄住人口约 15000人。稳定生活工作在

沙镇的不到 15000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 9595人，占比 63%。信仰基督教人数约为 500人，信仰伊

斯兰教人数约为 150人。到“大松树”和准格尔召等召庙“敬神”的居民很普遍，基数较大，无准

确统计数据。① 除当地蒙古族外，很多迁移到沙镇的其他民族的居民也都有上述“敬神”行为。

“就人们相信自己存在并调整自己的行为适应信仰的程度而言，信仰具有社会真实性。”［21］ 80根植于

社会生活中的共同体意识使沙镇的文化也在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碰撞中找到了自我调适的基础，

从彼此排斥到彼此借鉴。随之而来的就是信仰的多元，既有汉族群众的神佛信仰，也有蒙古族群众

信仰的萨满、藏传佛教。经年累月，两种信仰兼具的民间信仰——“大松树”诞生。沙镇居民对

“大松树”的信仰延续至今。大松树是当地居民对一棵 960多年松树的称谓，据中国林科院专家

1979年测定，这株大油松高 26米，胸径 1.34米，材积 13.5立方米，是中国油松之王，也称“油松

王”，1996年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松树生长之地干旱少雨，丘陵起伏，植

被稀少，唯有这棵大油松岿然高耸，苍翠挺拔。苍翠欲滴的油松王与四周贫瘠的荒山秃岭形成明显

的反差，增添了几分神秘感，当地各族群众称之为“神树”，四时供奉，常年经声不断，香火鼎盛。

每年农历五月十三和七月十五为油松王庙会，届时信众云集于此，盛况空前。作为沙镇的民间信

仰，它所输出的是共同体意识的载体，所反馈的是地方性互惠的信仰联系。

三、共同体意识对地方性互惠的整合机制

“满足相互性要求的正义原则完全可以体现一定的互惠互利的要求。但这并不等于说原初状态

是以互惠互利为前提预设的，也不等于说原初状态中本身就包含着一种独立的互惠互利的理

念。”［22］沙镇的互惠更多的是基于制度所导引的共同体意识与人文关怀。

① 在册户籍人数指沙镇派出所记录户籍人数；流动人口指无准格尔旗户籍人口数；寄住人口指无沙镇户籍但常居沙镇。数据来

源于沙镇派出所2017年统计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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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共同体意识的重构。作为蒙古族聚居区，沙镇的社会文化是朴素的游牧文化，以放牧为

生，信仰萨满教和喇嘛教，习惯吃羊肉、喝奶茶，形成自成体系的小集体。成员较为单一，都是蒙

古族的各部落成员。随着沙镇的“开放”，人员和经贸往来使沙镇的文化开始出现吸收外来文化的

现象，民歌中的“蒙曲汉词”，生计由游牧转变为半游牧半农耕。“文化共生是个基础性平台，给不

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文化之间提供了可能性发展空间。”［23］新中国成立后基层组织的建

立使沙镇传统文化中加入了指向性更为明确的生产和发展的文化，经贸的交往、文化的互嵌使沙镇

的文化开始由蒙汉文化的互相吸收转变为在文化互动模式上的地方文化的生产。民间信仰就是其地

方文化的“产品”。依靠能源优势早已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居民开始要求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匹

配。首当其冲的就是地域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回归。既得利益者（依靠拆迁和能源开发获得补偿的居

民）与大众开始强调各自的民族成分，显然划分到蒙古族一边的居民在上学就业拆迁补偿等等方面

都有优惠和照顾。无形之中，共同体意识所表现的地方性互惠成为功利性和目的性极为明确的经济

纽带。在社会生活中，羊肉的烹饪方法的蒙汉之别，婚礼形式的蒙汉之分等等，细微之处传导的是

各民族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文化找寻和精神回归。无论是汉族还是蒙古族包括地域内的其他民族，

这样的社会文化分野表现之外的是共同体意识的重塑，不再是依靠生产方式的协作和生产技术的互

置的凝聚。沙镇共同体意识的演进方向是淡化地域共同体意识，增强历史文化共同体意识。

二是纵向整合。地方性互惠的自发性源于生产生活的需求。“进步的社会生活的第一个和主要

的运动式特殊化、分化和个体化的倾向。”［24］ 19在集体经济背景下，沙镇地方性互惠得到了稳固发

展，根本在于制度所执行的共同体意识。国家力量在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实施的“慎重稳

进”“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使沙镇在组织先期“进场”中获得了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小镇居民的拥

护，尤其是‘牧工牧主两利’政策不仅没有因为阶级的划分互相仇视，而且小镇的集体凝聚力不减

反增。人民公社制度在沙镇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中是积极的，衡量指标就是在历史长河中，作为蒙汉

杂居的小镇，没有发生民族关系紧张，也没有发生资源的争夺。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时期的民族地

区优惠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执行上，小镇在能源开发过程中享受到开发带来的经济实效。再

有，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作为民族地区的沙镇也开始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追赶”的脚步，

从资源的互置到交通的普及，沙镇被置于开放和发展的大浪潮中。2005年国企改革和“合乡并镇”

政策使大量的集体企业开始转为民营企业，转换最多的就是煤矿企业。与之对应的是财富的分配方

式由集体分红变为一次性买断。沙镇的煤炭资源使沙镇在经济上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依靠煤炭资源

率先富裕起来的居民开始陆续前往市区或呼和浩特生活居住，沙镇往日的晋陕蒙经贸往来的地位也

被四通八达的交通所削弱（沙镇东西有两条国道交汇即 109国道和包茂高速，南北有京藏高速和荣

乌高速贯通）。逢年过节各单位都会组织本单位的表演队沿着沙镇主街道向街道两侧居民及商户道

贺，这一传统也在这一时期悄然消失。在沙镇地域性互惠的形成和演变中，国家力量、政策制度发

挥了极为重要的推动和引导作用。

三是横向整合。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还没有完全适应计划经济，就已经在追赶市场经济，

“追逐”和“赶超”成为主导叙事。这种“半市场行为”驱动造成了人文关怀与经济发展的错位。

在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大变革大发展中，当下乡镇所表现的或许不再仅仅是“佣租关系决定论”“乡

土社会重塑论”。尤其是民族地区的乡镇，更多的是这种自然形成的小镇，这种自然构建的共同体

意识是一种朴素的生产情怀和家园意识。它既不像“被土地绑架”的乡村，也不像人们所预测的血

脉相连、融为一体的同化。说到底，无论是历史文化共同体（民族）还是血缘共同体（宗族）都需

要在地域共同体中承载。民族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能激发民族的内聚力，提高民族面对市场经济、

文化趋同的应对能力、创造能力，促进文化的延续。社会转型期、发展高速期，相对于中东部发达

地区，沙镇尽管依靠资源实现小康生活，但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在照搬和追赶，这种照搬和追赶的后

果就是经济发展提速而居民的精神生活始终无法与经济发展相匹配。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

施，沙镇凭借丰富的能源资源迅速发展，居民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加之近年来国家对生态

环境的重视，附近生态移民的村落、嘎查也都落户沙镇，经济的繁荣、人口的增加使沙镇的社会治

理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依靠煤炭、土地出售富裕起来的居民开始无所适从，互相攀比，奢靡无

度，一些年轻人开始染上了毒瘾和赌博的恶习，民间积聚的巨大财富最终被民间借贷洗劫一空。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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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距离市区（鄂尔多斯市） 110公里，却是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风暴中心。最早曝光的苏叶女民间

借贷案中的苏叶女就是沙镇本地人，在整个鄂尔多斯民间借贷风暴中，沙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

地人认为，真正的民间借贷是由沙镇开始的。学界在分析民间借贷的原因大都归结于政府对民间金

融秩序的放任。从地方性互惠的角度看，当地的民间借贷是地方性互惠的消极因素所致，沙镇的地

方性互惠在社会财富日益庞大和集体观念日益低下的时期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邻居的互信互帮，

朋友的互助，使民间借贷成为可能，彼此信任的地方性互惠使民间借贷脱离了制度的约束，致使民

间借贷愈演愈烈，最后超出了地方性互惠的范畴，反过来也破坏了包含地方性互惠在内的民间文

化。由是观之，制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更多取决于它所展现的地方性互惠，而不完全是它所生产的

“约束—责任二元体系”［25］ 127。

四、地方性互惠对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与维护

“地方性互惠试图通过发展、维护一种新的地方关系来解决‘竞争’这个历史难题。”［26］地方性

互惠维护了共同体意识，而共同体意识推动了沙镇蒙汉文化互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

须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和凝聚力建设。共同体意识不能靠少数民族单向铸牢，而是要靠多数民族和少

数民族双向铸牢。”［27］可见，沙镇的地方性互惠与共同体意识是互补与统一的，它们的核心任务是

维护和谐民族关系，助力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是从经济互惠到文化互惠转变。与传统汉族地区家本位民间文化不同，或者与汉族地区家族

文化不同，沙镇的文化更多的是基于沙镇既有的、加入沙镇需要的一种文化生态。沙镇的多元信

仰、戏谑关系、民间借贷等都是沙镇民间文化的整合与平衡。资源互置的同时也使文化的交流互动

更为频繁、密切。面对多元文化冲击，沙镇始终是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去承载，让这些文化在共同体

这个大环境里去相容，彼此借鉴。经年累月全新的地方文化被生产，这种符合地域生产力发展的地

方文化是共同体的产物，也彰显了共同体意识。这种地方文化可以更好地理解沙镇的发展，也可以

更好地促进沙镇多元文化彰显。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复兴势必带来民间信仰的恢复，这就等于承认了

民间信仰的合理性。如何调适这些信仰与社会主义事业协调发展，“那就是把多元信仰放到生活空

间这个共同体中去淬炼、融合”［28］ 69，使信仰文化不脱离共同体意识，使信仰文化展现地方性互

惠。这种地方性互惠也是沙镇 4万各族群众的精神家园。这种地方性互惠里饱含了蒙汉群众共同生

产劳作，共同创造建设沙镇的辛勤努力，正如“大松树”威严挺拔于荒漠之上一样，沙镇坚强如

此。任何社会结构里（民族国家、宗教国家），要长期维持一种制度都是件困难重重的事情，也是

不可能一以贯之的事情。如果不将地方性互惠局限在共同体中来观察而是放到时空序列中去对焦，

地方性互惠也就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由是观之，地方文化与共同体意识试图在“互惠”的语境中

创造出一种“功能性”表达，以期能够在不可预期以及变换多样的生活图景中表达人文关怀和对

“个体”的认同。每个个体都是互惠的主体和客体的集合。因为互惠是对所有人开放的，也是属于

所有个体的。只有当客体感受到受惠时，它才能成为互惠的成员。这也符合文化的一个向度：吸收

到容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沙镇也不再是从前一条主干道的沙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沙镇来

来去去，来到沙镇的人会带来不同的文化，沙镇的文化一直是以被需要而生产。下个 10年，下个

100年沙镇的地方文化又会增加新的文化，信仰也会更加多元。沙镇 “一代”朴实的生产情怀随着

沙镇的发展在慢慢消失，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使传统的文化也在不断地加入新的文化，地方

文化也在不断地适应当下的生产生活，今天的地方性互惠不再单单是生产技术的互置，更多的是朴

实的生产文化，和谐的信仰文化，无处不在的民族间的文化互惠。

二是文化互惠对塑造共同体意识的积极作用。“文化只是‘人类集体生活’之总称。”［29］ 59一个

民族的文化垄断公共空间是违背共同体最高利益的。毫无疑问，现阶段的国家有整个社会共享的文

化。但是不可否认，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偏好（例如呼麦之于蒙古族、锅庄之于藏族等），与此

同时，民族内部的不同阶级也有不同的文化偏好。地方文化应该是与民族地区社会分层相适应的文

化平衡。它们所热衷的文化在公共空间中所占的地位应该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而不能以它们的

人口基数与文化影响力来判断保护谁、发展谁。沙镇在新中国成立后到1999年一直是准旗旗政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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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也是鄂尔多斯地区经济文化中心之一，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煤炭资源的开发，沙镇

经济实现了大跨步式的发展。与传统的汉族聚居地区不同，沙镇虽然汉族人口较多，但无家族、宗

族文化，鲜有的也是在近几年追溯成吉思汗（蒙古族的圣主）后裔。乡贤、村规民约等都不存在的

沙镇，“除却‘家’这一传统汉族地区的核心社会文化”［30］ 23-35，沙镇的核心社会文化更多的是“家

园”，表现的是地方性互惠。随着社会的进步，资讯的发达和碎片化，如今的沙镇很难再有“蒙达

子”“南蛮子”的称呼，只有在零星的酒馆，“一代”们喝酒吃肉的时候才会听到“蒙达子”“南蛮

子”的互称。这当然是一种进步、彼此尊重、社会和谐的真实写照。反观“一代”的“蒙达子”

“南蛮子”何尝不是民族关系和睦、社会和谐的真实写照。社会转型的今天，文化的调适作用尤为

重要，既是多元信仰的调适也是地方文化的调适。地方文化的包容性与创造性使宗教文化、传统文

化或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文化都能得到平衡。地方文化对特定的文化内容进行分析、解构，使他们

成为被需要的文化，成为沙镇、民族共通的，自然也就是社会所共享的。各类文化的共处就有了共

同的社会依托，它们就有可能避免发生冲突，更不会蔓延到思想领域、不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

不会严重冲击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但凡地域共同体密切和谐的社会，共同体内部无论是不同民族

成员之间的矛盾，还是同一民族成员的矛盾都极少能扩展成整个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立和社会阶层

之间的仇视。沙镇的历史记忆垫定了蒙汉民族协作共享的文化传承，这种共同体意识既不是民族习

惯法也不是村规民约，它是基于日常生活，以文化互动方式表达的地方性互惠实践。

五、沙镇的经验与启示

“共同体这一概念凸显的是传统的、历史的、情感的和相互承认的有机结合体，而象征正是催

生这种共同的情感体验和共享共同历史记忆的一个重要工具。”［31］“集体意识是维持传统社会机械

团结的核心力量，但它并不具备独立的基础机制，而是分散在个体的意识之中。”［32］源于蒙汉两地

经济活动而存在了 100多年的沙镇，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错相容，两种文化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自

我调适，自我融合，催生了有别于传统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地方文化，突出表现在“漫瀚调”①

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作为历史的“经历者”，沙镇扮演了某种真实生活的意象。在社会规则中，蒙

古族文化（传统游牧文化）、汉族文化（传统农耕文化）在沙镇中表现了文化的本真，毫无拘束的

表现，犹如散落大地的种子可以在阳光、雨水下肆意生长。这种蒙汉文化的交融为沙镇的地方性互

惠进行了恒长的自我调适，不断地适应社会文化的变迁，不断适应当地社会生产的需求。蒙达子、

南蛮子深度信赖的戏谑关系，怀抱理想与热情的民间借贷，用来探讨自我和反省自我的民间信仰无

不体现着明显的地方性互惠。沙镇的地方性互惠根在蒙汉文化百年的碰撞中形成的和谐民族关系，

它与沙镇地方文化紧密相关。作为文化的地方性互惠所显现的是国家、民族、地方的时代发展，无

论是从哪个载体审视该文化，所折射出来的都是种种“生活本身”，这种日常生活当中视角、意义

和判断的主观性相互激荡。制度、地方文化、民族需求各自扮演角色在“共同体”中书写地方性互

惠。这种地方性互惠在沙镇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文化角色，在建设沙镇，发展沙镇到富裕沙镇

中都展现了其积极的作用，但在沙镇民间借贷等社会问题中都展现了消极作用。无论是积极还是消

极的地方性互惠，它都丰富了沙镇的地方文化，也是对国家文化乃至人类文化的增益。

任何事物都能扮演一个有助于社会运行的“角色”，地方性互惠也不例外。但地方性互惠与共

同体意识的核心关联，不在于一种工具性的层面，而在于一种文化的层面。除了支持社会结构或推

行教化人心的功能，沙镇的地方性互惠体现了一种民间生活的方式，把特定的互惠形式（蒙汉文化

互动）带进地方的“共同体”。

① 漫瀚调也称蛮汉调，是汉民们以晋陕地区“信天游”“山歌”和“二人台”的民间艺术为根基，不断学习蒙古传统小曲，并填

词演唱，突破了蒙古小曲定调定词的固定格式，出现一曲多词、一词多曲的特殊表现形式。因蒙汉人民在长期的融合之中，

相互邀请聚合，即兴编词演唱，有问有答，一唱一和，一般采取男女对唱的形式，以民族传统器乐四胡、粗管笛子、三弦、

扬琴伴奏。详见《准格尔旗志》（1993-2013），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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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RECIPROCITY AND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A Case Study of Shazhen
Ha Zhengli，Yun Zhong

Abstrac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hazhen is always accompanied by a figurativ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As a concrete expression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local reciprocity
plays a certain role in humanistic care from the beginning of people's clustering. Based on Mongo⁃
lian and Chinese people share the work，and jointly create a local ethnic relations of mutual con⁃
cern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shazhen of shazhen in the social system， folk beliefs， daily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mutual understanding form and content of a sense of community can
become a harmonious society， "the general attitude of the citizens. " It even helps to consciously
safeguard national unity and build a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Key words：Local Reciprocity; Community awareness; Ethnic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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